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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制度與道路：
後發國家現代轉型的困境與出路
———以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思考為中心

張　 冰

［提　 要］ 　 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需要回歸百餘年前現代國家轉型的歷史場景。 獨立主權

的國家建構與現代化多重任務的複合疊加，使中國的現代轉型面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三重困境，即
政治集權與政治分權的矛盾、經濟依附和經濟獨立的矛盾、社會破壞與社會整合的矛盾。 這三重困

境，集中體現了中國現代化的複雜性和獨特性，也體現出西方學說“平移”至後發展國家的“後視鏡”
解釋誤區。 孫中山作為傳統中國向現代國家過渡時期的代表人物，結合本土文化民情和西方制度

學說，提出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方案，包括統一央權、國家主導工業化、以宗法自治為基礎的德法兼

治等，代表了早期先進分子關於現代中國央地關係、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等關係的深入思考，為
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為何必須及如何發展提供了思想借鑒。
［關鍵詞］ 　 現代化　 孫中山　 後發國家　 現代國家轉型

［中圖分類號］ 　 D6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80 ⁃ 11

引言：西方現代化話語與近代中國的轉型處境

當前，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熱議，繞不開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審視和反思。 經典現代化理論，
本質上是對延綿 400 多年的西方“早發型”、“內生性”現代化經驗的抽象概括，核心是探討以工業

化為主導，包括政治變革、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更新、心理適應等多方面的變革邏輯①；後發國

家的現代化，即是按照這一“標準邏輯”，有計劃地追趕或趨同的過程。②這一解釋框架的明顯不足，
是忽略了人類社會邁向現代化的複雜歷史（時空性）面相。 在時間維度上，簡單以工業化作為現代

化端起，忽略了後發現代國家對於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統一，以及構建獨立國家經濟體系的獨特要

求，特別是忽略了“共時性”場景下工業化與民主化、大眾化之間的內在衝突———這一衝突在西方

早期現代化國家是經過漫長博弈過程才得到合理（但未根本）緩解的；另外，不同國家因發展時序

不同，發展路徑及結果也會產生巨大差異，甚至固化為等級性（“中心—邊緣”③）的經濟結構體系。
在空間維度上，簡單將現代化視為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擴展，忽略了不同文明和民族文化嵌入現代化

的差異化後果，導致對現代化邏輯的片面化和線性化理解。 總之，古典現代化理論，將西方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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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驗“去歷史（時空）化”後，再“平移”到後發現代國家，一方面會導致後發國家諸多“不適

症”，另一方面會拉大世界各國的發展差距，使得後發國家陷入“跟隨陷阱”當中難以自拔。④更關鍵

的是，由這一理論衍生出的“傳統—現代”的範疇，進一步構建了西方代表先進、東方代表落後的話

語霸權，強化了對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⑤

不同於西方早期現代國家的漫長社會轉型，近代中國遭遇的是主權分裂、意識形態崩塌、制度

失效、社會斷裂的“全面型危機”⑥，救亡與建國、價值重建與政治重建、社會整合和中央統一等任務

扭合疊加，加大了推進現代化的難度，也加重了時人救亡圖存、道路選擇的心理焦慮。 中國的現代

轉型主要面臨著三個難題：一是面對主權分裂的國情，如何在統一中央權威的前提下，保持地方發

展的自主性和內在活力？ 二是面對既已存在的世界經濟格局，如何在融入世界的同時，又避免被不

平等的經濟格局束縛，保持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三是面對傳統社會的瓦解，特別是伴隨工業化而來

的大眾化、平等化浪潮，如何在實現社會再造的同時，重建國家與社會的有機聯繫？ 上述三個問題，
分別可以概括為政治層面的集權與分權矛盾、經濟層面的獨立與依附矛盾、社會層面的破壞與整合

矛盾。 背后隱含的，則是西方現代化藍本與後發國家推進現代化內在需求之間的深層衝突。
如何看待中國國家建設與現代化的關係？ 一些學者認為二者關聯不大，現代化的實質是工業

化，代表的是社會擺脫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以及自科學革命以來的人類急劇變動（包括

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變遷）過程，因此現代化的核心是經濟問題，民族國家建設至多屬於

“前現代化”事件，理應分開討論⑦；也有學者認為二者不可分割，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從
來就是一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民族獨立與現代化分屬生產關係和

生產力兩個問題，不能互為替代，也不能相互取消，經濟發展常常需要政治等多種手段為其開闢道

路。⑧關於現代化理論如何安置民族國家構建這一議題，在 20 世紀末葉，甚至引發一場關於“是近

代化還是現代化”的學術公案。 這些爭論，恰恰反映出中國發展現代化具有不同於早期現代化國

家的獨特性和複雜性，也反映出西方現代化學說在解釋中國問題上的內在局限。
所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需要還原中國現代轉型的歷史場景，回到現代國家初創的

時代關口。 近代中國是被強制拉入世界現代國家體系當中的，一開始就被置於與西方既有制度經

驗的比較視域之下。 孫中山之前，中國近代先進人士已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开展一系

列學習西方的嘗試，但無論是選擇性學習還是全盤式學習，總體都未走出對於西方模式的靜態模

仿。 面對西方現代化話語，如何結合中國國情，從紛亂頭緒中找到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鑰匙，極大考

驗著時人的智慧。 孫中山所處的時代，正是傳統中國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期。 他沒有提過“現代化”
的概念，但一生思考都未脫離發展現代化的主題，其《建國方略》被稱為“近代中國謀求現代化的第

一份藍圖”⑨。 最重要的是，孫中山結合中國現實國情和文化特徵，以“拿來主義”態度對外來學說

作了深度審視，顯現出時人少見的務實理性和本土情懷。 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致思，直接

影響了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成為中國邁向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道路上的重要精神財富⑩，也為中

國式現代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本文將從孫中山的思考切入，圍繞政治、經濟、
社會三個領域的現代化轉型問題，探討中國現代化的內在困境和可能出路，為理解後來中國式現代

化道路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和時代合理性提供參照。

一、集權與分權：主權碎片化下的中央權威重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世界正處於民權思想勃興的階段，以自由、平等價值為核心的民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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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權思想，成為政治現代化的主流。 在此之前，西方世界歷經了長達三個多世紀的民族國家建設

過程。 其核心，是通過建立科層理性化的集權結構，確立中央權威，實現地方代理人對中央權力的

服從，以及中央對戰爭資源的最大化汲取。比如，英國早在 1485 年就通過結束封建主之間的內

戰———玫瑰戰爭，建立了專制王權，完成了民族國家統一。 法國在大革命之前，經歷了漫長的從

“多元性”向“一統性”轉變過程，國家權力從獨立分散的封建領主，逐漸向以王權為代表的國家權

威集中。 誠如恩格斯所言：“日益明顯、日益自覺地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是中世紀進步最重要的

槓桿之一”。相比之下，近代中國在西方政治民主和分權浪潮之中，面對的卻是主權碎片化、中央

權威長期弱化的現實國情。 如何平衡國家權力集中與民主分權的內在張力，保持國家統一與地方

活力的平衡，是中國邁向政治現代化首先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
孫中山自小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影響，“主權在民”、“分權制衡”等思想根植在他的思想底層。

他在 1904 年所作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明確宣稱要仿照美國創建中國的新政府。 民國

成立後，他主持編訂的《臨時約法》，特別指出要實行權力分治。 在《建國方略》中，他直接將亨利·
馬丁·羅伯特的《羅氏議事規則》編譯為《民權初步》，作為政治建設的內容獨立成章。 即便是到了

“以俄為師”時期，在政治制度設計上仍然堅持採用西方國家通行的分權模式，只不過結合中國傳

統政治智慧，將“三權分立”改造為“五權分立”。 與此同時，孫中山對於中國四分五裂的主權現狀，
也一直痛心疾首。 他痛斥清廷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卻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沒有很好地團結漢族及其

他民族共同建設國家。 民國初年，孫中山批判“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的時

局，指責各地方勢力無視國家統一大局，相互攻訐、以鄰為壑、自守地盤、盤剝民眾度日。 在孫中山

看來，正是主權分裂，才使得中國民眾非但享受不到民主權利，而且無法獲得和平發展的環境：“環
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
淪為遊氓，流為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 面對

政治集權還是政治分權、民主優先抑或權威優先的時代兩難，孫中山在領導民主革命的實踐中，逐
漸從西方本位轉向中國本位，將思考重心放在如何重建中央權威、有效提升國家能力這一根本問

題上。
其一，以革命手段統一主權、強化央權。 孫中山堅持，擺脫國權喪失、央權分裂的處境，非經流

血革命不可，革命與統一是不能分開的。 他提出國家“武力造成說”，认为民族是由於自然力造成

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 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
是國家”。他發動辛亥革命，再以護法、護國為旗接續起義，目的就是為了消除國內各地方勢力相

互攻訐、自守地盤的狀況，構建統一、完整的現代國家形態。 孫中山理想中的現代中國，是“民族的

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具體而言，是民族、領土、軍政、內政、財政等“五大統一”的國家。
實現民族統一和領土統一，需要將中華各民族聯合“成一個大國族團體”，“合滿、漢、蒙、回、藏諸地

為一國”；實現軍政、內政與財政統一，則需要各省“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關於未來中國央地關係的設想，孫中山一度主張仿效美國聯邦制。 1911 年 11 月，孫中山在回

國前與《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中稱：“中國革命之目的，係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
無論何項政體皆不宜於中國。 因中國省份過多，人種複雜之故。 美國共和政體甚合中國之用，得達

此目的，則振興商務，改良經濟，發掘天然礦產，則發達無窮”。但在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孫
中山開始認識到：“今之大患在無政府”，“今之中國似有分割為多數共和國之象”，於是決定放棄聯

邦制，採用單一制政體。 1912 年 8 月，他在創建國民黨時明確宣稱：“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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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行集權之制，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也”。即使是袁世凱當政之後，許多黨人為制約袁世凱，大
力倡導聯邦制，孫中山仍未動意。 軍閥割據時期，聯省自治聲浪四起，許多人以“戰爭傷民”或“戰
亂引發分裂”等理由反對武裝北伐，建議和平、漸進、迂迴地實現統一。 主政廣東的陳炯明，主張分

兩步實現和平聯治：先是“開頭革命”，“以毒攻毒，暫用小軍閥之集體，以推倒大軍閥之釀亂……鉗

制大軍閥之不能再生”；再是“文裝革命”，一邊開展裁兵宣傳，一邊組織革命團體“蓄養自治自衛之

能力，再起與小軍閥算帳，收回民治之權，使小軍閥不得不歸於國防地位”，從而“不取武力”達至

“戡亂”、“自治”的目的。孫中山針對此類論調作了反駁。 第一，中國與美國的社會基礎不同。 美

國地方自治力量強大，各邦本是獨立的，實行聯邦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國一直有中央集權的

傳統，“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加上民治未倡，實行聯邦，缺乏歷史和現實

基礎。 第二，美國雖為聯邦國，但有強大的中央權力作支撐，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
是各邦分裂的結果”。 而在中國，地方勢力分解了中央權力，形成分散、獨裁的勢力集團，若再搞

各省自治，無異於將“一個皇帝的統治”合法化為若干“小皇帝”的統治，“比較從前的大皇帝還要暴

虐無道”。因此，孫中山直言陳炯明的主張“太過單純”：“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

好者。 國既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 且既欲保境，必須養兵，所谓養兵以保境，無異掃境內以養

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 民疲其筋力以負擔軍費，猶尚不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
徒托空言”。 在孫中山看來，在外侵內亂的時局下，近代中國要實現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必須以革

命強權推進中央集權，不可抱持任何和平漸進的幻想。
其二，以新的主義重塑信仰、鍛造政黨。 傳統中國素有以“一元論”或“整體論”思維方式規劃

一切的文化心理傳統，以儒家為代表的一元化意識形態，一直是中國超穩定政治結構的重要支

點。近代中國，伴隨主權破碎和央權分裂，加上西方異質文化和價值觀的衝擊，傳統用於統合國民

精神的主導價值觀失去作用，社會整體陷入價值失序、信仰虧空的境地。 孫中山將這一情形概括為

“無思想”、“無信仰”、“無力量”。 如何改變這一狀況？ 孫中山認為，首先應該從國民心理改造入

手，創建和實行新的主義學說。 “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

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 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
孫中山認為，三民主義恰好能夠承擔起立黨、建國的價值紐帶作用。 為了強化民眾對三民主義學說

的信仰，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的哲學命題，並將相關討論作為《建國方略》首篇，標之為“心理建

設”，希望以此破國人“心理之大敵”，出國人“思想於迷津”。

孫中山把革命黨視作實現國家統一、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也視作培育構建國家核心價值觀的

引領者。 他要求每位黨員擔負起“感化”民眾的責任，用三民主義“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到了全

國人民的心理都被本黨統一了，本黨自然可以統一全國”。在經歷一次次創建共和的失敗之後，孫
中山更加認清強大信仰之於革命黨的重要性。 他另創中華革命黨，引入蘇俄建黨方法改組中國國

民黨，希望通過主義建黨，徹底改變革命黨人“信仰不篤，奉行不力”的狀況。 1924 年國民黨一大召

開時，孫中山提出“黨在國上”、“以黨建國”的理念，進一步修正了之前將革命黨簡單視為革命建國

“工具”的看法，顯示出以主義型政黨主導現代中國發展的意圖。 不過，三民主義思想並非一種融

歷史觀、價值觀、世界觀為一體的整全式意識形態，它無法滿足時人對於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全面

轉型的心理需要，也無法應對中國現代轉型的內在要求，以此引領中國現代化的設想因此並未成為

現實。

其三，以有序民主推進政治制度的平穩轉型。 處在現代國家初創期的中國，如何平衡民主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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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分權與集權的關係，推動國家政治的平穩有序轉型，是孫中山畢生在思考的問題。 孫中山認為，
非集權無以革命，但集權會導致專制，必須用民主分權的方式加以平衡。 1897 年，他在與宮崎寅藏

的談話中主張以“聯邦共和”推動集權與分權的平衡，即以地方分權使軍事實力派“各充其野

心”，再以中央力量駕馭之。 後來，孫中山逐漸放棄以滿足各路諸侯野心為代價，換取他们對共和

制的支持，再用中央加以控制的辦法，而主張推進地方自治，並“於軍法地方自治法間，綰以約

法”。 這便是著名的革命程序論。 1906 年編制的《革命方略》，將這一理論以正式組織文件的形

式固定下來，明確地將革命程序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時期。 辛亥革命

失敗後，孫中山一再反思民國初期政治混亂的根源，即是未遵循革命程序論，在央權未穩、民治能力

未立之時，倉促推行憲政，結果非但“民治不能實現”，還導致“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甚至“並
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建國大綱》，再次明確了革命程序論對中國政治制度轉

型的重大意義。 另外，如果說革命程序論是為了從“時間”維度上平衡集權與分權，孫中山於 1906

年《民報》創刊紀念會上首次提出的“五權憲法”思想，則是旨在從“空間”維度上平衡政權與治權、
專政與民主。 他將傳統政治選拔和權力制衡的手段，引入到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設計之中，試圖在

推行直接民權的同時，為賢能人士提供足夠的政治參與空間，以實現“權能分治”的制度理想。 可

以看出，孫中山對於現代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雖然總體未脫離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為代表的憲政民

主思路，但明顯透露出基於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和文化進行思考的本土化特色。
綜上，一百年前，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重建已經衰落一個多世紀、且消失幾乎

半個世紀的中央權威。 這一形勢與以民主化為代表的西方政治現代化浪潮相碰撞，不可避免地會

產生民主與權威、集權與分權的選擇困境。 對此，孫中山並未簡單地選擇複製西方制度，而是根據

中國國情，提出了以主義建黨、以黨權統一國權，以及以有序民主推進政治平穩轉型的中國式道路，
體現出其立足民族本位和中國立場的務實態度和清醒思考。

二、依附與獨立：殖民地經濟背景下的工業化出路

世界現代化的演進，具有明顯的時序效應：先發國家通過侵奪後發外生性現代國家利益致富，
又通過確立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使後者處於依附性、外圍化、邊緣性地位，進而掉入長期滯後的

“發展陷阱”。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隨著帝國經濟的不斷擴張，近代中國要推進以工業化

為主導的經濟現代化，不可避免會遭遇這樣的兩難：實現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既需要融入全球資

本主義體系，又需要避免喪失國家獨立性和自主性，淪為附庸國或帝國行省的地位。 在主權破裂的

時局下，經濟自主性喪失的危機尤為嚴重，因此不是權威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混亂無序才是近代

中國的真正威脅”。

孫中山很清楚當時中國的處境。 他指出，時下的世界已經成為一個競爭的、優勝劣汰的整體，
“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為心，五洲土地已盡為白種所併吞”。 當時，歐美強國

在完整主權、統一市場以及殖民擴張的助力下，已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 相比之下，中國外無

國權、內不統一，“尚用手工为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根本無法與世界強國相比。 工業的

無基礎、欠發展，加上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被掠奪、被擠壓地位，使得中國在現代國家轉型

初期，就落入“地位低下—落後挨打—經濟貧弱—地位低下”的惡性循環，正常發展尚不能維持，更
遑論追趕和超越。 孫中山感歎，中國“物產之豐、寶藏之富，實居世界之第一。 至於人民之數則有

四萬萬，亦為世界之第一”，卻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 如何擺脫這

481



一積貧積弱困境？ 孫中山主要從三個方面作了思考。
其一，開放門戶合作，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經濟。 孫中山歷來主張用“開放主義”對待世

界一切優秀文化和成果，尤其是外來的資本。 在 1894 年《上李鴻章書》中，他建議借用外國管理人

才，購買並仿效外國機器發展生產。 1911 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回國途經歐洲的演講中申明：
“共和成立之後，當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對於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國興辦實業。”在他看來，
當時中國的發展，既“苦無資本”，也“苦無人才”，“要想實業發達，非用門戶開放主義不可”。 門

戶開放，具體是指資本、人才、技術面向國外的放開，“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

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
孫中山甚至設想利用戰後富餘的機器和人才，由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

當然，孫中山對經濟開放並非是無條件的。 他提出了三個原則。 一是堅持主權獨立。 中國

“利用其資本人材，而主權萬不可授之於外人”；“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二是

堅持平等互惠。 1920 年 4 月 3 日，孫中山在美國《獨立週報》上撰文稱，中美兩國的合作，必須建立

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之上，共同開發中國實業。 三是堅持為己所用。 孫中山強調，實施門戶開放主

義，不是為開放而開放，更不是為滿足少數寄生階層窮奢極侈的慾望，而是“助長中國實業的發達，
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孫中山告誡時人，面對世界各種思潮主義，應採取靈活開放的心態；凡
是有助於中華振興、“進中國於世界一等地位”的一切東西，都應來者不拒。 在《實業計劃》“結論”
部分，他石破天驚地提出：“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

其二，做大做強國有資本，強化對民生事業發展的主導權。 孫中山認為，要保障對外開放的經

濟主權，徹底改變中國落後局面，必須建立並做強國有資本。 “我們革命之後要實行民生主義，就
是用國家的大力量，買很多的機器，去開採各種重要礦產……中國將來礦業開闢，工業繁盛，把國家

變成富庶，比較英國、美國、日本，還要駕乎他們之上。”孫中山把國家主導經濟發展這一原則，視
為民生主義學說的核心，直言“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但孫中山並非徹底的社會主義

者，他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主要是為了嫁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開闢一條嶄新的經濟發

展道路。 他以蘇俄放棄“戰時共產主義”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為例，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公有

制，只適用於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在中國只能“師其意而不用其法”。

其三，合理節制私有資本，保障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 孫中山深受中國傳統“均貧富”思想及

近代世界左翼思潮影響，認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模式短時期內能夠取得非凡成就，長久必然產生

貧富分化，一點一點地吞噬現代化發展成果。 孫中山指出，中國目前“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

“大貧與小貧”之別，但“任由中國私人或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
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避免這一惡果的最好方式，是以國家力量節制資本、促進社會平

等。 孫中山強調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本質上都是為了限制私人資本的肆意擴張。 這裡的節制

資本，並非廢除資本，主要是“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節制資本，也並非純粹為了

富國，最終目的，是通過推進經濟平等，使中國擺脫社會革命的西方命運。 1919 年，孫中山在《中國

事業當如何發展》一文中提到，“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礦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

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以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用。 如是，
則凡教育、養老、救災、治療，及夫改良社會，勵進文明，皆由實業發展之利益舉辦。 以國家實業所獲

之利，歸之國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甫經實業發達即孕育社會革命也”。孫中山稱，
民生主義就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使得“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同時“所得富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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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歸少數人……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
可見，在孫中山看來，中國雖然沒有現代化的先發優勢，甚至部分地掉進“被剝削”、“被邊緣”

的後發陷阱之中，但通過有原則的經濟開放、做大做強國有經濟、以國家力量保障社會平等等方式，
仍然具有經濟騰飛甚至彎道超車的可能。 孫中山的這一思考，對於理解後發現代化國家的“依附

與獨立”兩難，乃至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未來走向，都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三、破壞與整合：社會“原子化”形勢下的國家與社會聯結

西方現代化話語習慣以“後見之明”倡導民主分權和憲政限權，刻意將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
事實上，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有賴於中央集權，也有賴於社會力量的合作支持。 西方早期

現代國家因受大規模徵兵、稅收以及生產軍事化的影響，長期遇到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社會力量的

抵制和反抗，於是在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博弈之下，民主化與國家化逐漸合而為一，構成現代化過程

中相對平衡的兩極，國家與社會關係呈現出“分—合—分”的演進脈絡。 相比之下，後發現代國家

由於缺乏與社會力量的持久博弈，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發展並未相得益彰，國家與社會關係或

者表現為“強制邏輯”（即國家壓倒社會，如近代俄國），或者表現為“弱勢邏輯”（即社會壓倒國家，
如近代非洲諸國），使得現代轉型步履艱難。 中國作為儒家思想主導的官僚集權制國家，很早就通

過有效的吸納體制，解決了貴族士紳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威脅問題，國家與社會之間長久保持著制度

化的聯繫。近代以來，中國的央權崩潰與基層社會敗落幾乎同步，地方中間勢力的強化及“武
化”，使得基層合法權威不斷喪失、社會日趨原子化，國家與社會無法實現有效合作；任何通過行

政下行方式控制社會的嘗試，也無不以失敗告終。 因此，推進中國現代轉型的一個重大難題，是如

何摧毀沉積在社會基層的反動勢力，再經由社會重建，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再聯結。
孫中山一生致力於革命推翻舊王朝和地方反動勢力，同時對“一盤散沙”式的社會無序狀態深

感焦慮。 特別是在革命生涯的後期，他明確反對照搬和宣傳西方的“自由”觀念，認為“中國人民不

是沒有自由，而是太自由”。 在 1924 年的“民權主義”演講中，他告誡國人：照本抄謄西方的學理，
簡單地跟風去提倡什麼自由和平等，根本就是不懂國情。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重塑基層社會，將一

盤散沙“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 不過，
孫中山反對階級鬥爭，主張採用相對平和的方法，實現國家和社會的聯合。

其一，以宗族自治夯實基層社會。 對於孫中山而言，地方自治既是為了制約專制權力，也是為

了更好地整合社會。 在 1897 年遊歷日本時，他目睹了一些鄉村的自我管理情景，就提出“人群自治

为政治之極則”。 孫中山通過中西對比，認為社會自治非西方國家獨有，中國也有自治，且典型地

體現在鄉村社會：“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

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在孫中山看來，中國的宗族傳統，既是構建現

代民主制度的基礎，也是搭建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橋樑：從鄉治到縣治再到民主政治，中國的民權政

治得以有序展開。 另外，在國民和國家結構上，從家族到宗族再到國族，也存在層級遞進關係，因此

中國實現國家整合，要比外國以個人為單位更為容易。 基於此，孫中山特別強調要扶植“家族”，希
望藉此促進中國民眾從散漫的自由個體向國家公民的轉變。 他堅信，以宗族為基礎發展民族團體，
“無論外國用什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

其二，以法治和德治重塑國家社會關係。 孫中山是西方法治思想的最早引入者之一。 他強調

法治之於現代國家的重要意義，“立國於大地，不可無法也。 立國於 20 世紀文明競進之秋，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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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所以障人權，亦所以遏邪闢。 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寇賊、息訟爭”。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孫
中山即成立了以宋教仁為首的法制局，專門負責釐訂各種法律條規。 由於當時中國尚未實現主權

統一，各地軍閥置“法”於不顧、恣意亂為，加上民眾普遍缺乏對法治的敬畏感，這一理念並未真正

發揮作用。 如何在法治基礎薄弱的國度，構建起現代國家的良好秩序？ 孫中山的目光逐漸轉到中

國的德治傳統上。
孫中山提出“為政以德”的觀點，認為以儒家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是中國擁有的“很好的政治哲

學”。 他引用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諺語，強
調大至國家治理，小至政黨管理，都必須發揮道德的作用。 “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緣故，
起初的時候卻是由於武力的發展……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好的

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同樣，“政黨之發展，不在乎一時勢力之強弱，以為進退，全視乎黨人智

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結果之勝負。 使政黨之聲勢雖大，而黨員之智能道德低下，內容腐敗，安知不由

盛而衰？ 若能養蓄政黨應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勢力薄弱，亦有發達之一日”。在國家政治制度設計

上，孫中山也試圖將傳統德治理念融入現代民主政治的建構過程，比如用官德約束執政者權力，用
考試、監察制度彌補三權分立的不足，選拔賢能代表民眾實施“治權”，等等。

要之，與先發現代國家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分—合—分”走向不同，近代中國現代轉型面對

的是“合—分—合”的客觀背景和趨勢要求。 如何在摧毀舊有社會權力的基礎上再造社會，進而重

建國家與社會的內在聯繫，是當時中國的重要任務。 孫中山從中國國情出發，以德治補充法治、用
傳統聯通現代，提出了富有創意的社會整合和政治建制方案，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國立場。

結語：現代國家轉型的話語、制度與道路選擇

總結全文討論，後發現代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可避免會遭遇到在既有西方話語、制
度背景下的道路選擇難題。 在近代中國，話語、制度、道路選擇的多重影響，特別是國家建設與以工

業化主導的“標準”現代化任務疊加，使得其在國家現代轉型時，至少面臨如下三重困境：一是集權

與分權的內在衝突，即順應世界民主潮流，需要推進政治的分權和民主，而面對主權分裂、央權衰敗

的現實國情，又必須強化中央權力、保障國家主權的獨立統一。 二是依附與獨立的內在衝突，即推

進經濟發展，需要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實現國家持續發展或經濟趕超，又必須確保國家經濟的自

主，避免被既有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束縛和牽跘。 三是破壞與整合的內在衝突，即迎合工業化帶

來的大眾化、平等化浪潮，需要提升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和自由度，但在主權破碎的背景下促

進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又需要摧毀中間階層的舊勢力，再造社會並重建國家和社會的有機聯繫。
這三重矛盾困境，集中反映了中國推進國家現代轉型的複雜性，也體現出以西方經驗為基礎的現代

化模式，與以中國為代表的後發現代國家發展現實的內在牴牾。
孫中山在規劃設計中國現代化方案時，並未簡單移植西方現成理論和制度，而是基於時代要求

和中國國情，圍繞權力生成、經濟發展與社會整合等層面進行了思考。 其獨創性之於：第一，堅持國

家中心的發展視角。 20 世紀初期中國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國家或實現國家現代轉型，任何回

避這一主線的價值或主義爭論，都難免陷入“時代錯置”的謬誤之中。 孫中山堅持國家本位，對各

種“舶來”理論作了適應中國現實的取捨。 比如在政治上，反對西方個體人權至上的自由民主話

語，主張強化中央權力、漸進有序地推進民主政治，確保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在經濟上，反對自由

競爭的資本主義模式，主張國家壟斷核心民生發展資源，做實做大中央財政，並通過節制資本，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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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矛盾的集聚擴大；在文化上，主張恢復民族精神和文化信仰，重建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等等。
這些觀點，總體上切中了中國現代轉型的癥結和痛點。 第二，遵循文化民情的底層邏輯。 相對於制

度變革，民情文化的變遷緩慢而遲重。 中國是從悠久歷史中傳承而來、具有真實“共同體”性質的

國家，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是現代國家轉型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初始條件。 孫中山在中國現代化

發展方案設計上，從中國特色文化民情出發，努力使之符合本土的文化心理需求。 第三，堅守服務

人民的發展要旨。 孫中山一生秉持平等至上、群體為先、服務民眾的革命價值觀，一貫地反對資本

至上，倡導福惠民眾；反對個體自由、宣揚群體自由；反對貧富分化、主張均權均富。這些思考，在
當時或者全盤西化或者回歸傳統的極端化思潮中，可謂獨樹一幟。

不容否認，要想在民情特徵和制度選擇、傳統與現代、中國本位與西方經驗之間，找到合理的平

衡點，對於任何迫切希望實現現代化的後發現代國家來說，都是極富挑戰性的問題。 以後來者的角

度觀之，孫中山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並不完善，還存在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比如，在把握制度模

仿和道路創新的尺度上，孫中山雖然反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但具體制度設計並未完全擺脫西

方制度的影響。 他一面強調主權統一和央權集中，一面沿用西方的分權制度去約束中央，並嚴格地

用“軍政—訓政—憲政”的時間框架限定政治發展，致使後來的國民政府在處理中央權力尤其是黨

權問題上經常自我囿限、進退兩難。又如，在平衡政治革命與社會重建的關係上，孫中山一生矢志

於革命救中國，把服務眾人作為新時代道德觀，但忽視了人民群眾參與現代化事業的主體性和巨大

力量。 他一面宣揚革命建國，一面又明確反對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努力把革命火焰控制在社會表

層，在社會的破與立之間始終猶疑不定。 再如，在面對道德治國與法治建設的張力上，孫中山清楚

法治建設對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基礎意義，但為了提振革命精神，晚年越來越傾向於回歸中國的德治

傳統，將法治置於可有可無的位置。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置法治於不顧，以弘揚傳統道德之名為

個人專制鋪路，最終為人民拋棄，可以說與孫中山這一思想取向不無關係。
總之，近代以降，中國現代化長期處在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理智與情感的緊張之中。 作為

傳統中國向現代轉型時期的歷史偉人，孫中山並未被西方現代化話語和制度束縛，而是立足中國國

情，選擇了一條中國獨特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

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繼承孫中山“振興中華”的遺

志，利用長期穩定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自主制定與實施國家發展規劃，穩步推進體制改革和創

新，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續推進現代化發展，成功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

現代化發展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的開闢、推進和拓展，突破了西方國家“將全球化等於全球資本主

義，一體化等於‘西方化’等於美國化”的企圖，超越了西方“以資本邏輯建立全球統治為根本訴

求的文明觀話語”，為後發現代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借鑒。 站在邁向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關口，把握未來發展路向，需要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
為何必要以及如何發展等一系列問題。 孫中山一百年前關於現代中國轉型問題的思考，仍不失現

實的參考價值。

①參見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S. N.）：《現代化：抗拒

與變遷》，張旅平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77～78 頁；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

tington）：《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張景

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年，第 26 頁。 羅

榮渠在討論現代化過程時，也將工業化作為啟動要

881



素，認為世界現代化浪潮發端於 1780 至 1860 年的工

業革命時期。 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第 108～113 頁。

②趙義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道路的現代性特

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23 年第 3 期。

③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依附性發展》，載

《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 77 頁。

④鞏瑞波、韓喜平：《“現代化中國方案”是對西方現

代化模式的超越》，北京： 《紅旗文稿》，2019 年第

7 期。

⑤張翼：《現代化與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形成》，上海：

《社會》，2022 年第 6 期。

⑥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

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46 頁。

⑦參見苑書義：《中國近代化歷程述略》，北京：《近代

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羅榮渠：《現代化新論———

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⑧參見李文海：《對中國近代化歷史進程的一點看

法》，北京：《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劉大年：《當

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北京：《人民日

報》，1997 年 1 月 11 日；喬志強、行龍：《中國近代社

會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上海：《史林》，1998 年第

3 期。

⑨習近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必然要求構

建新發展格局》，北京：《求是》，2022 年第 17 期。

⑩林家有：《孫中山和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天津：《歷

史教學》，2005 年第 8 期。

參見韋伯（Max Weber）：《韋伯作品集———支配社

會學》，康樂、簡惠美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 2004 年， 第 22 頁； 查 爾 斯 · 蒂 利 （ Charles

Tilly）：《 強 制、 資 本 和 歐 洲 國 家 （ 公 元 990—1992

年）》，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年。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中

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4～276 頁。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

集》第 8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429 頁；第

284 頁。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

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115 頁；第 186 頁；第 304 頁；第 97 頁；第 184

頁；第 188 頁；第 391 頁；第 289 頁；第 278 页；第 241

页；第 247 页。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

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第 2 頁；第 399 頁；第 532 頁；第 533 頁；第

339 頁。

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0 年，第 233 頁。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孫

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563

頁；第 173 頁；第 260 頁；第 560 頁；第 172 頁；第

235 頁。

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下卷，廣州：中山大

學出版社，1998 年，第 943~ 944 頁。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

編：《孫中山全集》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第 549 頁；第 158、159 頁；第 250 頁；第 223 頁；第 248

頁；第 248 頁；第 398 頁。

Lin Yu- 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1956。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

穩定結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年。

拋開內容來源的多元龐雜，僅從形式上，三民主義

的“三個主義”（而非“一個主義”）構成，本身就體現

了主義自身的繁雜，況且三個主義之間也存在內在

矛盾。 孫中山生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大一統”，主

要依託其個人權威來推動。 孫中山去世後，為應對

意識形態危機，國民黨各派勢力從三民主義中各取

所需，配合政治的分裂，進一步增加了黨內多元信

仰、分裂離析的變數危險。 參見龐虎：《三民主義儒

學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於思想史的比較及

其實現路徑的反思》，北京：《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2015 年第 2 期。

《如是我聞·孫文之言》，上海：《大陸報》，第 2 卷

第 9 號，“譚叢”，第 55 頁；桑兵：《孫中山革命程序論

的演變與評價》，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中山大學學

報論叢·辛亥革命論文集》，1981 年。

981



後來，中華革命黨黨章將“軍法之治”、“約法之

治”、“憲法之治”，分別改為“軍政”、“訓政”、“憲

政”，意義總體未變。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
第 7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67 頁。
伊曼紐·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

世界體系》第一卷，尤來寅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1998 年，第 162 頁。
皮爾·弗里斯（Peer Vries）：《從北京回望曼徹斯

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苗婧譯，杭州：浙江大學

出版社，2009 年，第 43 頁。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

集》第 10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22 頁；第

23 頁。
楊天石：《師其意不用其法———孫中山與馬克思主

義二題》，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1 年第 5 期。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

集》第 5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35 頁；第

391 頁。
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民主與全球秩序：從
現代國家到世界主義治理》，胡偉等譯，上海：上海世

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8 頁。
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利維坦的誕

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
郭台輝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

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115 頁。
參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

期》，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

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3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2 頁。
高全喜：《西方法政哲學演講錄》，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6 頁。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 的歷史論

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32 頁。
張冰：《孫中山自由觀的多變性與一貫性》，廣州：
《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5 期。
這種矛盾的心態，典型體現在孫中山關於“自由”
與“秩序”關係的一句判斷中：“政治裡面有兩個潮

流，一個是自由底潮流，一個是秩序底潮流。 政治中

有這兩個力量，正如物理之有離心力與歸心力”；“兩

力平均，方能適當。 此猶自由太過，則成為無政府；
秩序太過，則成為專制。 數千年底政治變更，不外乎

這兩個力量的衝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所編：《孫中山全集》第 1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269 頁）孫中山希望中國政治能在“自由”和

“秩序”中保持平衡，但這種兩全其美的設想，在現實

中極易落入無所適從的境地。 20 世紀上半葉，國民

黨之所以最終在黨爭中落敗，進而失去大陸政權，很
難說不是和這種政治理念和制度設計的左右失據和

前後矛盾有關。 參見陳明明：《黨治國家的理由、形

態與限度———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一個討論》，
上海：《復旦政治學評論》，2009 年，第 213 頁。
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週年大會上

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6 年 11 月 14 日。
梁建新：《穿越意識形態終結的幻象———西方意識

形態終結論思潮評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 年，第 180 頁。
趙坤、劉同舫：《從“文明優越”到“文明共生”———
破解“西方中心論”》，北京：《理論視野》，2021 年第

2 期。

作者簡介：張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當代馬克思

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博

士。 廣州　 510635

［責任編輯　 陳志雄］

091


